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

宋道雷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转

变，便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经济转型直接影响了中

国的政治发展，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也是在保证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变

的前提下推进的，但中国的具体政治发展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国际大背景看，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并且被证明是有效

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开始了市场化改革，１９９２ 年明确提出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确立和发展，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也使与计划

经济相适应的汲取型政治逐步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型政治转变。这是

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方面与政治方面发生的重要变迁。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渐进的。①中国在保证社会主义制度

不变的情况下，走了以增量改革为路径的市场化改革道路。②这就是科斯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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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革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四个

重要的“边缘力量”开始，由非国营经济引导，逐步倒逼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社

会主义公有制发生变革。①在历经将近 ３０ 年的努力后，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虽然有反复起伏，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在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间，增量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推行。但是，国有部门

改革的滞后和各种寻租行为的出现，迫使改革向以国有部门为攻坚重点的纵深

方向推进。１９９３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

标，并已开始涉及财税、金融、企业体制等核心领域，标志着改革的整体推进。

１９９７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进一步将改革重点转向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

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②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发展随着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推进。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发达国家的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但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不

匹配的状况。由图 １和图 ２可知，虽然从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０２年，中国工业化发展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图 １　 工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率（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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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图 ２　 工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率（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

平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直到 ２００２ 年之前，中国的城市

化水平一直低于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甚至低于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将

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途径上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

虽然后改革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几近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连接，但是，除了

一些较短暂的时期以外，一般来说中国仍然处于低城市化现象阶段”①。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经济和城市社会生活提高的一个指向标，从图中可知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低于工业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低于

前两者，这说明从生产性 ／工业化城市向生活性城市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 ３９．０９％，工业化发展水平是 ３９．４％，到 ２００３

年，城市化发展水平才以微弱优势超过工业化发展水平，两者分别为 ４０．５３％与

４０．５％。从 １９５２年到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基本上维持在 ４０％左右

（平均值为 ３７．４６％），工业发展代表的国家工业化转型仍然是国家的中心关注

点，工业发展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对，虽然第三产

业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从 １９７８年之后开始呈增长趋势，但是，它

们的平均值为 ３０．４％与 ２４．６１％，远远低于工业发展平均值。其中城市化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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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甚至比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低；直到 ２００３

年，前者才逐渐超越后两者（表 １）。

表 １　 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１９５２—２０１０年 单位：％

年份
工业化

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

发展水平

城市化

发展水平
年份

工业化

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

发展水平

城市化

发展水平

１９５２ ２０．８８ ２８．１６ １２．４６ １９８１ ４１．９ ２２　 ２０．１６
１９５３ ２３．３６ ３０．３７ １３．３１ １９８２ ４０．６ ２１．８ ２１．１３
１９５４ ２４．６３ ２９．３４ １３．６９ １９８３ ３９．８ ２２．４ ２１．６２
１９５５ ２４．４ ２８．９６ １３．４８ １９８４ ３８．７ ２４．８ ２３．０１
１９５６ ２７．２８ ２９．１９ １４．６２ １９８５ ３８．３ ２８．７ ２３．７１
１９５７ ２９．６５ ２９．７８ １５．３９ １９８６ ３８．６ ２９．１ ２４．５２
１９５８ ３６．９６ ２８．６５ １６．２５ １９８７ ３８ ２９．６ ２５．３２
１９５９ ４２．７３ ３０．３８ １８．４１ １９８８ ３８．４ ３０．５ ２５．８１
１９６０ ４４．４７ ３１．９４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９ ３８．２ ３２．１ ２６．２１
１９６１ ３１．８５ ３１．７ １９．２９ １９９０ ３６．７ ３１．５ ２６．４１
１９６２ ３１．２１ ２９．０８ １７．３３ １９９１ ３７．１ ３３．７ ２６．３７
１９６３ ２９．６ ２６．６ １６．８４ １９９２ ３８．２ ３４．８ ２７．６３
１９６４ ３１．７ ２６．２ １８．３７ １９９３ ４０．２ ３３．７ ２８．１４
１９６５ ３１．８ ２７ １７．９８ １９９４ ４０．４ ３３．６ ２８．６２
１９６６ ３４．７ ２４．４ １７．８６ １９９５ ４１ ３２．９ ２９．０４
１９６７ ３０．７ ２５．８ １７．７４ １９９６ ４１．４ ３２．８ ２９．３７
１９６８ ２８．５ ２６．７ １７．６２ １９９７ ４１．７ ３４．２ ２９．９２
１９６９ ３２．３ ２６．５ １７．５ １９９８ ４０．３ ３６．２ ３０．４
１９７０ ３６．８ ２４．３ １７．３８ １９９９ ４０ ３７．８ ３０．８９
１９７１ ３８．２ ２３．８ １７．２６ ２０００ ４０．４ ３９ ３６．２２
１９７２ ３９．３ ２４．１ １７．１３ ２００１ ３９．７ ４０．５ ３７．６６
１９７３ ３９．４ ２３．５ １７．２ ２００２ ３９．４ ４１．５ ３９．０９
１９７４ ３８．８ ２３．４ １７．１６ ２００３ ４０．５ ４１．２ ４０．５３
１９７５ ４１．５ ２１．９ １７．３４ ２００４ ４０．８ ４０．４ ４１．７６
１９７６ ４０．９ ２１．７ １７．４４ ２００５ ４１．８ ４０．５ ４２．９９
１９７７ ４２．９ ２３．４ １７．５５ ２００６ ４２．２ ４０．９ ４３．９
１９７８ ４４．３ ２３．７ １７．９２ ２００７ ４１．６ ４１．９ ４４．９４
１９７８ ４４．１ ２３．９ １７．９２ ２００８ ４１．５ ４１．８ ４５．６８
１９７９ ４３．６ ２１．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９ ３９．７ ４３．４ ４６．５９
１９８０ ４３．９ ２１．６ １９．３９ ２０１０ ４０ ４３．２ ４７．５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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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持续

性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国内开始超越工业化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水

平。但是，直到 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仍然以 ４６％的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

（５５％）９个百分点。①这说明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两者之间的

差距逐渐消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发展型政治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也逐渐向发

展型政治转型。这种转型主要发生在城市，是在以工业化城市为主导的单位政

治向以市场化与生活性为主导的城市社区政治转变中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改革下中国城市，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异质水

平”②。“‘重生产，轻生活’，以工业生产为城市核心职能的片面发展观得到了

根本扭转，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城市产业结构得到了逐步改善。随着市场化进

程的逐步深入，各类企业单位和城乡居民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动主体，城市

建设活动由单一的国家计划投资转化为计划内和计划外，（形成）国家、集体和

个人，内资、外资与合资等多元化的投资格局。”③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从以刚性教

义为信仰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向以柔性发展为普世理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

会转进的倾向，这包括经济改革、科技发展、社会所有制改革、政治改革、思想解

放和现代性价值的建立，从而将一个神圣集体主义社会向多元社会变迁”④。以

上海等大城市为例，它们由“‘工业生产型城市’向多职能的中心城市转变，城市

的商业服务、商务办公和文化娱乐等功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

大与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的重组同步展开，城市用地扩展迅速，大批成片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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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和各类开发区相继崛起；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市中心区改造使工业

用地向城市外围迁移，工业用地在城市用地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明显改

观，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强化，城市空间结构趋向多元化。因此，从发展的

总体趋势来看，市场化进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的转

变，共同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市场有序’化”①。

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发展型政治开始成为

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形态。发展型政治力量的根本特征在于：让市场获得发

育，让城市居民不再局限于单位政治空间而是获得生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使

基层社会的政治活力得到释放和培育。单位解体、社区出现，整个社会的政治

活力得到释放和转型。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现代政治要素开始成长起

来，现代的国家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要素———城市组织与市民的参与制

度、经济契约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文化创新发展制度等，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

城市空间中形成并发展。“把市场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国家有必要去管

理新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分工和流动性。这将驱使国家本身与社会脱离，使其

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其后果是社会管理的专业化，以及社会开支的增

加。在中国城市里，我们将看到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随之而来的是更多

的社会生活官僚化。因此，国家不能像在全能社会中那样嵌入社会中，而是要

站在社会的对面，调解各种社会的争论和冲突，而不是作为一种直接的资源分

配工具。”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制度要素的出现，开始带动中国

向“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即发展型政治形态转变。③

三、 发展型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

从政治发展，即权力要素的实践意义上讲，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便开始向现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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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页。



家建设的发展型政治方向转变。但是，从客观实际效果上讲，从“一五”计划开

始的 １９５３年一直到 ２００３年，中国一直处于汲取型政治发展阶段，从 ２００３ 年开

始中国才真正进入发展型政治转型（图 ２）。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变革使社会

中的行为主体及它们之间的行为方式与界限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组织产生，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结构，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界限，人与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

发生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自主的行为逻辑与多

样化的行为方式。这一系列的变化，改变了经济、社会和城市空间中以国家权

力要素为主导的运作机制，从而促使中国政治转型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个体

自身规律的现代的方向发展。

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农村人口溢入城市，外来人口增多，

这就是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同时，因为国企的经营、运作模式，以及它集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娱乐为一体的运行模式，不再适合现代企业的市场化与全球

化竞争，所以国企需要改革，这种改革也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发生。改革开放时

期的政治发展同时被市场经济、消费革命和个人主义所带动。①市场化经济要素

进入中国的一刹那，就意味着以国有企业与单位制度为主要支撑机制的汲取型

政治形态开始渐渐松弛，发展型的政治形态开始建立。汲取型政治的本质就是

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发展的要素、生活的要素和市民的要素的建立、生长与发

展，它们是以其各自的内在逻辑为依归，而不是以国家政权的逻辑与国家的工

业化意志为依归。但是，国家政权的本质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以它的逻辑建

立的适应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战略主导的汲取型政治的松动，以及任何变革都会

造成国家政权的风险。然而，市场化改革又不得不进行，因为市场化因素是中

国国家建设向现代化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与要素。基于此，与计划经济相适应

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承载的国家政权的性质虽未改变，但是工业化的经济组

成和发展路径已经开始松动；现代国家的市场化要素已经开始在工业化经济内

部生长，但是，市场化本身的主体性并未建成。面临市场化的冲击，人民民主专

政逻辑必然要求市场化经济的实现形式，由此，汲取型政治所依托的单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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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缚龙：《退离全能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城市化》，载［美］理查德·Ｔ．勒盖茨、弗雷德
里克·斯托特、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文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６１５页。



面临改革。

国企改革使国企开始剥离政治、生活、娱乐、福利职能，以利润为目的的企

业经济职能成为国企的主要界定标准。国企职能的剥离，或者说国企经济职能

的市场化定位，从一定意义上讲，使国企真正成为现代市场的参与要素。这也

就意味着以国家政权逻辑建立的工业化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在国企这一重要机

制发生市场化转型的时候，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现代

经济和城市要素，例如现代的企业、市场、自由劳动力，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转

型所依赖的重要元素。市场化要素给工业化战略承载的国家政权逻辑带来了

巨大挑战，但是，国家转型必须依赖市场化要素的承载，在这个两难困境中，国

家政权和政治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其他选择，必须慢慢向以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

展型政治转型。

在发展型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社区成为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性空

间。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国家政权依然需

要寻找巩固自身的政治机制。所以，这种国企支撑的汲取型政治逻辑，开始从

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支撑的发展型政治逻辑转型。因为国企的改革使国企与

城市、生活剥离，国企不再是囊括所有城市和生活要素的“单位”，只不过是国家

和城市的现代要素之一而已。那么，市场化溢出的资本、自由劳动力、技术、空

间等现代要素，必须找到新的机制支撑。国企改革意味着单位的瓦解，单位瓦

解意味着国家和城市人口的组织化控制机制失效，但是国家政权依然需要运

行，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政权巩固和政治稳定的依托机制开始转

向单位解体后的社区机制。②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时候以国企为中心的单位支

撑机制已然完全消失，而是说发展型政治的主要支撑机制不再是国企与单位，

而是转向街居制下的社区机制。因为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化，使过去

的单位人成为没有单位分割的平等的自由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只有在市场化生

产的时候，才以企业为主要活动场域，而他们大部分的生活、娱乐、福利、政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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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尚立：《社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期。

陈云松：《从“行政社区”到“公民社区”———由中西比较分析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走

向》，载《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４期。



动都发生在企业外。为了使市场化逻辑不至于在现代化转型的时候，将国家政

权的社会主义属性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摧毁，这个时候国家开始寻找新的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相适应的发展型政治形态以支撑现代国家建设平

稳转型。从中国的现实实践来看，这种战略性空间便是社区。

社区的出现因应中国市场化转型与发展型政治而产生。改革开放以前的

中国，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汲取型政治推动国家的转型，是以单位制度为主

要组织与治理方式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遇到了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所以，“文革”以后，随着中国

新一轮的转型，单位治理体系也发生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是从单位回到社区

和个人，从政治回到生活，从国有企业回到城市。任何一个社会的活力都来自

对每一个个人利益的尊重，让每一个个人了解并实践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创造

财富，如何让每一个家庭安排生产生活。换言之，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

治，社会的归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重要转型丝毫不亚于西方“凯撒的归

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关系转型。于是作为最基础的单位体———家

庭———开始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城市中发挥作用，这就是典型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发端。家庭开始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组织，成为具有自我生产

的单位，成为国家政治对接的最基础细胞，这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社会

的转型。伴随着这种转型，原来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单位制度开始松解，于是

中国人就从“单位人”转变成“家庭人”“社区人”。实际上，后两个名词指向的

是本质意义上的“具有自我利益的独立的个体社会”①。人们重新回到家庭、生

活、经济和社会当中的过程，促使整个政治发展模式发生转变。中国的国家转

型和政治转型开始从汲取型向发展型转变，以国企单位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发

展载体推动的国家转型模式，转向以个体、家庭所在地为主体来治理社会、培

育政治参与、促进社会与城市的发展，于是作为国家政治发展战略性空间的社

区应运而生。

发展型政治所内含的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的转变，要求国家将政治治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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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录音整理的林尚立教授在“２０１２杭州‘生活与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杭州，２０１２ 年
１１月 ８日。同时参见《杭州日报》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９日第 ８版。



城市治理的重心下沉到社区。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与单位体制的松解，使政

治发展向适应市场化的方向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

“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国家将管理任务下放到社区，努力维护社会的可

治理性，以‘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重建以地方场所为基础的社区，营造新的空

间秩序，但这并非等同于重建一个全能社会。首先，商品化深刻地改变了社会

关系，社区服务被商品化，并通过所谓的‘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社区管理‘专业

化’，专业社工替代了居委会的退休人员和家庭主妇，街道办事处演变成一级政

府，官员也成为公务员。在社区层面上，业主组成业主委员会，但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基于物业权益，因而也更加合理化和局部，而不是在同一工作单位的更加

全面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建的居民区将变得成熟，社会关系可能得到

加强。”①以社区体制为支撑，在日益多元的市场化经济和城市中，国家公权力、

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等，相比计划经济的工业化主导时期，能够做到独立运作、

相互配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形，向更加平衡

的方向发展。

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近 ３０年的时间内，社区体制在中国得到了比

较显著的发展。虽然社区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暂，尚未发展成熟，也不

可能形成统一的模式，但是，不同城市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市属性

探索了因地制宜的各具特色的社区模式。近年来尤其以成都模式、青岛模式、

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与百步亭社区模式最为突出。②

由表 ２ 可知，这些典型的社区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因应单位体制松解后的

政治发展和城市治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从社区的成立时间来看，它们大多成

立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００ 年，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开始突破 ３０％

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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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缚龙：《退离全能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城市化》，载［美］理查德·Ｔ．勒盖茨、弗雷德
里克·斯托特、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文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６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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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２９２—３０９；参见任远、章志刚：《中国城市社区发展典型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载《社会科学研
究》２００３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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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个社区发展典型模式当中，除了百步亭社区模式以外，其他五个模式

都是依托带有单位或行政性质的街道、居委会重新调整而成。由此可见，市场

化要素冲击之下的多元社会需求开始调整依托单位形成的治理体系，形成以社

区为依托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无论对于较工业化的城市———沈阳，还是较商业

化的城市———上海，甚或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城市———青岛、武汉和成都来讲，都

无一例外。

在各种社区治理模式的治理中仍然有政府或者政党的位置，但是，这个时

期的公权力要素不同于单位中国的治理。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时代，它已经

成为参与社区治理主体中的一元。这体现在政府与社区的职能得到相对分离，

政府服务性加强，行政性减弱，强调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与社区功能，以期实现

社区的自我治理。在社区中，城市的社会性与生活性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些

典型特征明显体现了社区治理区别于单位治理的特质，社区治理开始成为主导

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

虽然，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发展型政治和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城

市治理的重要支撑机制，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在社区治理过程

中已经开始互动，但是，它仍然受到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影响。①首先，从治理主体

上看，政府是社区治理的主导性力量。在六种模式中，社区的建立、推进与进一

步发展，都是由政府发起。虽然在百步亭社区模式中，由百步亭集团建立社区，

没有设置街道办事处，但是，它也离不开政府的推进，只不过是政府与市场化力

量协作共进。青岛模式的社区治理推进与发展过程中，虽然加入了社会化力

量，但是，仍然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其次，从资源运行上看，社区自身的资源基

础虽然薄弱，但是社区治理却离不开社区居民与自组织。六种社区模式的运作

离不开六种资源力量的支撑：（１）政府的行政性资源；（２）驻社区单位的体制性

资源；（３）政党的组织性资源；（４）物业公司的商业化资源；（５）社区的自治资

源；（６）社会组织的专业资源。这六种资源成为支撑社区治理的基础性资源，并

形成一个整合性平台，社区居民作为主要的参与者虽然力量薄弱，却是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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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思东的研究表明，社区制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实际上并未真正运行，作为国家权

力建制化设置的街居体制依然忙碌。参见罗思东：《城市弱势社区的组织化参与———构架社区

权力的路径分析》，载何艳玲：《变迁中的中国城市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２３７页。



缺。最后，从组织体系上看，社区甚至还被作为国家准行政性配置的一个环节。

在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百步亭社区模式、成都模式中，社区的自治体系是社区

自主运行的主要环节与力量，但是，政党、政府在其中仍然扮演了领导角色与支

持力量。在中国的发展型政治的演进过程中，社区虽然已经替代单位体制成为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但是，建立政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与共治治理体系的征

程仍然是前路漫漫。①

四、 市场经济背景下发展型政治中的政治参与

中等收入群体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

致在城市空间中阶级力量发生重大变迁的表征。正如李成所说，在影响中国发

展的多股力量中，从长远来讲，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的

中等收入群体更有意义的了。②他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超越了经济转

型的意义，而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乃至国际意义。③以经济发展推动国家转型

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政治参与力量的培

育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是参与要素的直接代表。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直接相

关。市场化改革使单位体制松弛，企业与市场挂钩，与政治、福利等脱钩，城市

社会生活开始由社区承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给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者带来了

新的自由，“居民逃离公共领域，寻找自己的一种新的美好生活，而不是寻求社

会组合，他们往往幻想着选择一个封闭的郊区社区”④。这种封闭的社区是以商

品房为支撑的，房屋改为由市场供应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和成长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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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２３６—２４５页。
［美］李成：《“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中国中产阶级》，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２页。
同上书，第 ３—５页。
吴缚龙：《退离全能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城市化》，载［美］理查德·Ｔ．勒盖茨、弗雷德

里克·斯托特、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文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６１１页。



重要贡献①，商品房的发展为中等收入群体摆脱全能主义社会提供了机会，他们

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很低，渴望一个更有隐私的良好环境，而不仅仅是寻求一

种社区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封闭式社区能够保留适当的隐私，使他们更

有自由感，能够摆脱传统街区活跃的社会参与、控制和监测。②建立在商品房政

策上的封闭社区不同于以往的单位制度，在其中找不到生产性的影子，国家在

其中成为一个隐匿的存在，而城市社会的生活性则成为其主要支撑。

基于大历史的视野与中国的实践，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发展与壮大，还需

要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撑。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的产生与维持存在

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与升级密切联系在一起。原始工业生产主要依靠逼近工

人劳动力的物理极限而赚取利润，在人道与精神方面，这就必然导致原始资本主

义的非人性生产与异化劳动的产生；在物质生活方面，导致占绝大多数的以工人

为主体的一般社会公众仅能实现温饱，甚至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社会阶层分化

方面，导致上层工厂主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导致工人的悲惨境遇，而且还将本阶

层的经营不善者不断抛入工人行列。基于此，要改变人类社会的精神、物质，以

及社会整体性分化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机制，也就是产业转型与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知识或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增长促进机制，在某种意义

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成为必然。因为随着原始工业生产的精神、物质与社

会问题不断出现，对新的增长机制的找寻成为共识。由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

直接的一线工人生产，成为生产的主要方式；同时，机器的制造、维护与操作对

工人产生了新的要求，即它要求工人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

制造、维护并熟练操作“生产之器”与“制器之器”。由于工人本身无力提供支付

培育与提升人力资本的成本，资本家在激烈的生产竞争中为避免无产化的命

运，并为了进一步获得更大利润，不得不承担起支付培育与提升工人人力资本

成本的责任；由此，工人的工资不再仅仅处于原始工业生产时期的维持物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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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燕云：《中国的住房改革与崛起的中产阶级》，载［美］李成：《“中产”中国：超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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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水平，而是开始加入培育与提升人力资本的费用，所以，他们的工资水平

不断得到提高。

工人人力资本的更大的提升，会创造更加先进的机器生产，先进的机器生

产又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所以这种良性循环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

时，他们也逐渐脱离恶劣的一线生产环境，尤其由于推动信息经济发展的计算

机技术的产生，工人开始在环境优美的办公室中操作“制器之器”。这个时期的

工人与原始工业生产时期的工人相比，无论从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方面而

言，都具有天壤之别，这就是白领的产生。随着生产的不断创新发展，如何培训

并提高人力资本与如何管理企业成为重要问题。所以，在培训与管理层次上，

工人中会分化出管理阶层或经理阶层。他们成为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

源。他们依赖知识而逐渐跻身于上层行列，从而打破了没有生产资料便不能成

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逻辑。中等收入群体开始随着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成为

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相对必然的事件。

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目标的达成，需要

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以致任何一种变化都需要其他变

化的支撑，或者说会禁止乃至约束其他变化。①只有在整个系统与系统的各个部

分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产业转型与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得到维持与不

断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继续发展与壮大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维

持机制。②

第一，它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或者有效的物质市场③）。持续的经济增长

能够扩大整个社会的财富，在理论上使财富能够惠及所有的社会阶层，当然，中

等收入群体也能够从中受益。这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经济基础。④第二，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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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个多元主义的政治制度。多元主义政体能够使公权力服从一套规则的约

束，致使其不再随意侵犯私有产权，为成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及由经济增长带

来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不可或缺的政治激励。①这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的政治基础。第三，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经济增长能够使财富增加，宪

政可以使公权力不再随意侵害私有产权，但是，这两方面并不是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的充分条件。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被社会上层或者既得利益集团

所主导，那么，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会严重失衡，并会逐渐贫

穷下去。所以，建立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配合产权保护的政治制度，才能

够保证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整个社会阶层的存在并扩大。第四，顺畅的社

会流动。社会流动渠道顺畅，一方面能够使中等收入群体在地位市场②中获得

更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能够使下层上升为中等收入群体；从两方面加强“隧

道效应”③，为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提供良好的地位市场。

住房商品化制度与产业升级，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有利于中国中等收入群

体的产生与维持，甚至是逐步发展壮大，但是，随着产业转型的继续升级与商品

化住房的价格上涨，却会进一步损害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房地产市场的迅

速发展导致了许多城市的高房价”，这种状况使得中等收入群体和城市穷人的

生活水平下降，影响着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前景，阻碍了一个强大的中

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成长。④以最近的发展来看，尽管房地产改革改善了某些社

会群体的经济机遇，但它并没有造就一个我们期待能在短期内促使政治变革

的、积极向上的中等收入群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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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参与因素的代表，并不能真正平衡政府代表的公权

力，发展型政治还需要进一步创造更加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国的中等收

入群体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组成混杂并且无法持续壮大，他们

是“一个缺乏统一认同的混杂的群”，其中有一半以上在公营部门，这部分中等

收入群体，因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对于政府的政策影响力最大。①作为参与要

素典型代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参与性还不够，属于消极参与型。所以，国家还

需要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以推动更加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实践表明，不论是计划经

济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公权力是主导性要素，它发挥着决定

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国家公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和汲取型政治

占绝对主导性地位，这使国家的意志替代经济的逻辑，虽然取得了工业化经济

发展的巨大成果，但是也造成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巨大挫折。改革开放

之后，随着全能国家有限度地从社会退出，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汲取型政治出

现软化的迹象；在 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种迹象更是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壮大，虽然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干预性

一直存在；但是，随着市场要素的发展与壮大，以及社会参与的成长与发展，汲

取型政治更加呈现软化的迹象，逐步向发展型政治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

治发展表明，如要取得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良性协调发展，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公权力必须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充满

尊重甚或敬畏，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确定不移的经验和教训。

７９２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

① 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混杂成分、多重认同》，载［美］李成：《“中产”中国：超

越经济转型的中国中产阶级》，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４５页。


